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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颗粒物污染的道路绿地植被屏障研究进展

任飞虹１，∗，白　 骅１，邱兆文２，田　 顺２

１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２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摘要：减少道路环境的颗粒物污染对通勤者的健康至关重要。 道路绿地在交通排放和邻近区域之间形成屏障，但这种植被屏障

是否可以有效消减局部颗粒物污染仍然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阐述了植被对颗粒物污染的影响途径；分析

了街道峡谷和开放道路两种典型城市道路环境中，植被组成及群落结构设计的关键特征对颗粒物分布和扩散的影响；总结了有

利于消减颗粒物浓度的植被单株性状和叶片微形态；探讨了影响颗粒物浓度的其他因子的耦合作用；针对不同道路环境提出了

有效的植被屏障设计建议，并指出了植被群落设计和叶片微形态方面的研究趋势，以期优化道路植被规划，改善路域空气质量。
关键词：颗粒物污染；开放道路；街道峡谷；植被屏障；叶片微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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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影响当今世界人民的健康。 颗粒物（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Ｍ）是全球

城市环境的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空气动力学直径将其分为粗颗粒物（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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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１０），细颗粒物（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Ｍ２．５）和超细颗粒物（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Ｍ０．１） ［１］。 ＰＭ１０既有自然来源，也有

人为来源，但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０．１几乎都是人为来源（包括住宅供暖和交通排放等） ［１—２］。 颗粒物对公众健康有负面

影响，特别是小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更大，因为它们可以深入肺泡，影响神经系统，甚至进入血液［３］。 颗

粒物污染还会影响包括气候和农业在内的生态系统，并产生严重的经济代价［３—４］。 近些年，虽然空气质量得

到部分改善，但全球 ８４％人口仍然暴露在超过世卫组织指南的颗粒物水平中［１］，持续的高空气污染水平将进

一步导致严重的健康影响［５—６］。
作为颗粒物污染的主要来源，与交通相关的颗粒物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主要焦点［７—１１］。 在城市地区，

绿色出行方式（步行、骑行）的倡导却增加了交通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威胁［１２］。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口可持续

性，道路绿地作为屏障在城市中被广泛建设，并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城市规划［１３］。 植被可以成为减轻空气污染

的有效工具，如路侧植被屏障后的空气污染水平降低［１４—１５］，植被屏障增加颗粒物的沉积和清除量［１６—１７］；同时

植被可以在生态系统的多个方面发挥作用，如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１８］，缓解城市热岛［１９—２０］，减少噪音污

染［２１—２２］，以及改善人口健康状况（如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减少肥胖率） ［１９，２３—２４］。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绿

地植被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如在街道峡谷中建造植被可能导致颗粒浓度增加 ０％ — ９９．７％［２５—２６］，茂密的行

道树甚至会使人行道上的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浓度分别增加 １２３％和 ７２％［２７］，而且行道树会增加街道行人的气体污

染物暴露［２８］，密集的绿化带导致局部二氧化氮浓度增加［２９］。
道路绿地是否可以改善局部颗粒物污染仍没有定论，且植被屏障的最佳配置和植物构成尚不清楚。 本文

旨在深入梳理总结街道峡谷和开放道路两种典型的道路绿地植被对颗粒物污染的影响，并提出改善对策和植

被屏障设计建议，优化道路绿地的植被规划，降低路侧环境的颗粒物污染水平。

１　 植被对颗粒物污染的影响途径

植被对空气颗粒物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基本途径［３０］：（１）通过沉积作用消减颗粒物。 园林植物叶和

茎表面可滞留空气中的颗粒物，这些颗粒物通过再悬浮、雨水冲刷或叶子脱落等从植物冠层中去除，达到净化

空气的作用［３１］。 利用沉积速度可估算植被在城市或局地范围内清除的总颗粒物［３２］。 一种广泛使用的软件 ｉ⁃
Ｔｒ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ｒｅｅｔｏｏｌｓ．ｏｒｇ ／ ）可通过估算树叶的沉积量来评估城市树木的效益［３３］。 （２）通过改变气流影

响颗粒物的扩散。 目前植被的空气动力学效应已广泛用于道路附近的微环境，尤其是利用道路绿地局地气流

的变化有效改变局部空气质量［２３， ３４—３７］。 在城市尺度上，空气动力效应是影响颗粒物污染的最重要因素，通过

扩散作用消减 ＰＭ２．５污染甚至比沉积更有效［３８］。 而在街道尺度上，通过沉积减少的颗粒物浓度会被街谷中植

被对气流的阻塞效应抵消，导致更大的颗粒物污染浓度（尤其是 ＰＭ１０） ［３９］。 （３）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本身

释放生物类颗粒物和挥发性化合物。 但是在考虑城市环境的空气质量的传统研究中，植被的生物排放通常被

忽略，因为与人为污染源相比，它通常微不足道［４０］，其对微尺度空气质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阐明。

２　 植被组成及群落结构设计

植被屏障改善颗粒物污染的复杂性是由多种混杂因素造成的。 植物的复杂多孔结构通过捕获颗粒物或

改变空气流动来改变道路附近的空气污染水平［４１—４２］。 因此，植被类型、高度和厚度等特征都会影响场地内气

流变化和污染物沉积，且空气流动和植被沉降作用在街道峡谷和开放道路也有本质不同［３９， ４３］。
２．１　 植被屏障高度

在种植空间有限的城市地区，只有从地面到冠层全覆盖的低矮密集植被屏障才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 树

冠下有开口的观赏树木会导致下风向 ＰＭ２．５浓度更高，同时降低风速［４４］。 类似于固体噪声屏障的绿色屏障，
可以更好地阻碍来自道路的气流，降低人行道的颗粒物浓度。 在街道峡谷内，随着树冠高度增加，树冠对空气

流场的阻滞和拖拽作用随之增强，进入街道峡谷内的空气流场强度减弱，特别是树冠高度超过建筑物高度后，
漩涡中心难以进入到街道峡谷内，流场强度越弱污染物积累越明显［４５—４６］。 当植被屏障整体高度低于建筑物

８７１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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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屏障高度对污染物的扩散影响不大，如在平行风向的街谷，当绿篱高度在 ０．９ｍ 以下，随绿篱高度增加，人
行道 ＰＭ１０浓度下降，而当绿篱高度达到 ０．９ｍ后继续增加，人行道 ＰＭ１０浓度不再降低［４７］。 但是当高度接近甚

至超过建筑物高度后，会导致污染物积累明显加重［１１， ４６］。 因此，较高的绿色屏障可降低人行道的污染物浓度

（因为更好的屏蔽） ［１８， ４８］，而较高的植被屏障会增加颗粒物浓度。
植被屏障在开放道路和在街道峡谷中的作用不同。 行道树和其他植被为道路和邻近人群之间提供了一

道屏障，这种屏障效应导致颗粒物在植被迎风面积累［４９］。 在植被屏障的下风处，也就是在植被的后面，形成

一个尾流区，颗粒物浓度随着与道路距离的增加而降低。 植被屏障高度通常 ４ｍ — ５ｍ或更高时，超过邻近道

路上运行的典型机动车的排放高度，会迫使污染物不断上升或穿过植被，植被屏障背后的空气污染量明显减

少，但植被高度低于大约 ４ｍ时，污染物可在低屏障下风处无阻排放［４９—５０］。
２．２　 植被屏障厚度

植被屏障的厚度为截获或扩散的颗粒物提供停留时间，并起到减少湍流、降低风速、增加气流阻塞的作

用。 植被厚度迫使气流通过屏障的距离变长，同时增加从污染源到下风向行人的距离。 街道峡谷内，随着植

被屏障厚度增加，植被边界与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距离减小，阻碍气流进入街道峡谷内的下洗通道，同时漩涡从

街道峡谷流出的上洗通道空间减小，使空气流场强度被二次减弱，继而加重颗粒物的积累。 这和街谷内植被

屏障高度增加时所表现的趋势一致［４６］。

图 １　 开放道路环境中的植被屏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 ｏｐｅｎ ｒｏａ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植被屏障厚度是开放道路绿地的主要物理特征，对
开放道路上近路植被屏障厚度的影响进行模拟、试验和

实地调查，发现随着植被屏障厚度和高度的增加，污染

物消减效率会进一步提高［５０］，一般植被屏障最小约 ５ｍ
厚，最佳厚度接近 １０ｍ或更厚（图 １） ［５１—５３］。 此外，有研

究利用下风向峰值浓度点到源路的距离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ＭＣ）计算有效的植被屏障厚

度，在 ＤＭＣ后设置植被屏障或增加 ＤＭＣ 后的屏障厚

度，可提高颗粒物消减效率［５１］。 有效降低空气污染所

需的屏障厚度也与植被的孔隙度或密度有关。
２．３　 密度 ／孔隙度

植被屏障的密度或孔隙度决定屏障内部的空气流动。 植被密度通常用叶面积密度（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ＡＤ）、叶面积指数（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Ｉ）、冠层密度（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Ｄ）和孔隙度来表示。 在街道峡谷，植被

密度或孔隙度是研究离散度和 ／或沉积度的重要植被特征［３４， ５４］。 虽然过去的研究分析了密度参数之间的关

系，但未来在研究沉积和扩散时，这些参数还需要标准化选择［２５， ５５］。 ＣＤ 和 ＬＡＩ 主要影响街谷 ＰＭ２．５的日变

化，稀疏和中等 ＣＤ可降低颗粒物浓度［５４］，为了平衡绿色街道的环境效益和景观效益，ＣＤ 和 ＬＡＩ 的最佳范围

分别为 ５０％ — ６０％和 １．５ — ２．０［５６］。 ＬＡＤ的一般考虑范围为 ０．２ ｍ２ ／ ｍ３— ５．１２ ｍ２ ／ ｍ３ ［４１—４２］，街谷内颗粒物

的积累随着 ＬＡＤ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增加 ＬＡＤ 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植物的吸附能力，但是其空气

动力学效应带来的流场变化将最终导致街谷内污染物浓度的上升［５７］，ＬＡＤ达到 ３ ｍ２ ／ ｍ３之后继续增大，ＰＭ１０
浓度不再明显升高［４７］。 当植被孔隙度减小，街谷内气流速度逐渐降低［５８］，颗粒物在街道峡谷内积累［５９］。 未

来进一步评估风向、街谷高宽比和 ＬＡＤ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组合这些变量。
在开放道路，颗粒物消减效率随着 ＣＤ，ＬＡＤ，ＬＡＩ 和郁闭度的增加而提升，随着孔隙度的增加而降

低［５０， ６０—６３］。 有效降低污染的 ＬＡＤ在不同的屏障厚度条件下的消减效果不同［６４］。 为了减少 ５０％以上总悬浮

颗粒物（ｔｏｔａｌ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ＳＰ），并保持健康的绿化带，ＣＤ和郁闭度的最佳范围为 ７０％ — ８５％［６３， ６５］。
植被孔隙度增加，风速降低，接近地面的颗粒物浓度增加。 消减 ＴＳＰ 和 ＰＭ１０的最佳防护林孔隙度分别为 ２０％
— ４０％和 １０％ — ２０％［６０， ６２］。 当防护林孔隙度为 １５％时，ＰＭ１０消减效率最高［６６］。 当 ＣＤ达到 ８５％以上，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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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 ４０％，植被不再是多孔渗透结构，而类似坚实的固体屏障影响颗粒物的扩散，污染物消减效率不再

提升［１８， ６２］。

图 ２　 街道峡谷环境中的植被屏障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ａｎｙ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４　 群落结构

在街道峡谷，行道树会降低街道上的风速，仅种植

乔木会显著增加人行道的颗粒物浓度［４１］。 虽然绿篱也

降低街道峡谷内的风速，但对风速的影响小于乔木［４２］，
绿篱通过产生局部涡旋，将颗粒物转移到人行道［４３， ４８］。
种植绿篱会减少 ２４％ — ６１％的污染物暴露。 低渗透性

和高大绿篱对减少人行道的颗粒物效果较好，而与道路

两侧的绿篱相比，街道峡谷中央的单一绿篱可以最大程

度消减颗粒物浓度（图 ２） ［４３， ６７］。 通过评估绿篱对风速

和街谷高宽比的敏感性，可以模拟获得绿篱的最佳高

度。 在理想街谷模拟研究中，绿篱的最佳高度范围在 ０．９—２．５ｍ［４８］。 但仍需要在不同的街道高宽比下进行研

究，总结不同环境下绿篱的合适高度。
开放交通廊道沿线的植被对颗粒物消减作用的研究中，任何植被类型都可以消减 ＴＳＰ 浓度，而灌木（绿

篱）、乔木⁃灌木和乔木⁃草本组合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消减效果较好；单一乔木可以消减 ＴＳＰ 污染，但无法消减

ＰＭ２．５污染［５０， ６０］。 灌木⁃小乔木组合和乔木⁃灌木⁃草本组合分别在主干道和次干道上对 ＰＭ１０具有最大消减效

率［６６］。 使用绿篱或乔木⁃灌木（绿篱）组合是降低植被屏障后颗粒物浓度的有利选择［１４， ６８］。
综上，植被效应是由建筑环境的几何形状决定的。 在街道峡谷，如果没有充分规划植被配置，可能会恶化

空气质量［２０， ２６，４１—４２］。 而在开放道路环境中，乔木⁃灌木组合的高密度植被可作为改善空气质量的

屏障［１０， １４， ６２， ６９］。

３　 植被物种选择

植物表面滞留的颗粒物或在湍流中重新悬浮在大气中，或被降水冲走，或随着树叶和树枝掉落到地

面［７０］。 这些颗粒物可能会影响局地的空气、水和土壤，在选择物种时，需要考虑植被周围的土地用途。 同时，
某些物种能更有效地净化空气质量，在考虑植物屏障的设计时，应尽可能选择最优的植被物种。 另外，应注意

所选物种能否在特定区域保持良好长势。
３．１　 叶片物候格局

叶片物候描述叶片从萌动生长到衰老落叶的周期性活动，常绿树种在全年都保留有功能的叶片，而落叶

树种通常在冬季或旱季缺少功能性叶片。 由于叶片在颗粒物沉积中具有重要作用，绿地植被的叶片寿命决定

了沉积作用的时间长短。 因此，在沉积效应方面，常绿树种比落叶树种更有利，叶季较长的落叶树种优于叶季

较短的落叶树种［７１］。 然而，常绿树种可能比落叶树种更容易受到某些环境胁迫（如气候变暖） ［７２］，对可持续

的生态系统具有潜在影响。 如果全面了解局地尺度污染物随时间的通量，可以根据最合适的叶片物候格局选

择树种。 然而，这样狭窄的树种选择标准会忽视植被提供的其他生态服务（如降低城市热岛效应［１９］ ），以及

植被提供的重要心理和社会效益［７３］。
３．２　 叶片形态

叶片大小和形态差异是影响颗粒物沉积的重要因子。 通常小叶树种比大叶树种对降尘更有效［７４］。 在沉

积交通污染相关颗粒物的叶片特征研究中，叶片大小在颗粒物沉积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叶片大小与颗粒物积

累呈负相关［７５］。 针叶树种比阔叶树种具有更高的沉积速度［１６， ７６］，更有助于减轻街谷内空气污染程度［５７］；针
叶树种中，松类比柏类具有更高的沉积效率［７７］。 这可能是由于长而窄的针叶缩短了扩散路径，导致相对较小

的沉积阻力［７６］。

０８１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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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阔叶树种，虽然叶片形状对颗粒物沉积的影响程度小于叶片表面特征，但叶片形状确实会影响颗粒

物的沉积［７７—７８］。 许多研究发现，复杂形状的叶片通常比简单形状的叶片对颗粒物沉积更有效［７８—７９］，这可能

是由于叶片形状对叶片周围气流的影响不同［８０］。 因此，针状、小而复杂的叶片比其他类型的叶片具有更大的

颗粒物沉积潜力，建议进一步细化研究不同针叶形状的沉积效果。
３．３　 叶表面特征

叶片的某些表面特征对沉积有积极影响。 一般来说，粗糙的叶表面比光滑的叶表面更有效［２， ７０， ８１］。 毛

状体、表皮蜡质、表面脊状和气孔都是对颗粒物沉积有利的微观形态特征［７１， ８２—８４］。 毛状体是颗粒沉积最有效

的微形态特征［７８， ８０］。 ＰＭ２．５沉积量与叶片毛状体之间明显相关［７６］，与沟槽比例和气孔大小呈正相关［８４］。 阔

叶树种的沉积随着叶表面微粗糙（以叶面沟槽和脊纹为特征）的增加而增加［７１］，针叶树种（松柏科）的气孔密

度和表皮蜡质含量与沉积量增加呈明显相关［８５］。 而且在叶片对颗粒物沉积过程中，表皮蜡质超微结构也很

重要［７４，８５—８６］。 此外，叶表面微结构对滞留不同粒径颗粒物和物相组成具有选择性，叶片的纹理、叶脉间的槽

深、气孔开孔可镶嵌或附着不同粒径的颗粒物［８１， ８７］。 因此，粗糙的叶片表面（包括毛状体、沟槽和脊纹）比光

滑表面更有利于颗粒物沉积，表皮蜡质和气孔性状也对颗粒物沉积起着重要的作用。
３．４　 树冠形态

树冠形态对局部风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对单株阔叶树模型和针叶树模型进行风洞测试，发现锥形的针叶

树在较低位置对风有较大阻碍，近似圆形的阔叶树在冠层中间位置对风的阻碍更强。 低冠幅和孔隙度小的阔

叶冠形树木，可保证街道峡谷下方的空气流通，降低 ＰＭ１０的积累［６７］。 此外，不同风向条件下树冠形态对颗粒

物浓度的影响不同，垂直风向下，球形树冠能更好控制街谷背风侧高浓度污染，卵形、倒卵形、伞形其次，而塔

型和圆柱形效果最差；平行风向和倾斜风向下，倒卵形树冠效果最好，圆柱形、卵形、球形其次，而伞形和塔形

效果最差［４７］。
３．５　 植被的释放物质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释放生物颗粒物（如孢子和花粉）和生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如异戊二烯、萜
烯、烷烃等）。 ｉ－Ｔｒｅｅ模型提供了世界各地多种植被的空气排放数据［８８］。 释放大量花粉的树种会增加过敏和

哮喘的发病率［７３］。 因此，在城市道路绿地规划选择树种时，花粉过敏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８９］。 在

改善空气质量的种植计划中，特别是在弱势群体（如学龄儿童）经过的地方，应避免选择具有这一特征的

树种。
生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经过大气氧化，与氮氧化物结合会形成地面臭氧，这是一种对人类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有急性和慢性影响的有毒气体［９０］；其氧化还会产生二次有机气溶胶，增加环境颗粒物浓度，对人类

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９１］。 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微尺度空气质量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３．６　 环境胁迫的耐受性

城市道路环境会对植被造成极大的压力。 因此，植物对相关环境压力的耐受性作为适宜性指标，应优先

于其他功能［９２］。 如果植被缺乏环境胁迫的耐受性，无法保持个体的完整性，会在屏障中形成缺口，无法有效

消减颗粒物浓度，甚至可能导致颗粒物浓度增加。 如松树虽然对降尘特别有效，但空气污染会降解松树针叶

表皮蜡质，因此在污染严重的地点，松树可能缺乏长期生存能力［９３］。 同样，气孔导度低的植物虽然可忍受较

高水平的气体污染，但对气体污染物的消减效率较低，因此可能更适合消减颗粒物污染的地方。 气孔周围的

微形态结构，包括蜡环和角质层拱，也可能有助于保护植物，免受颗粒物污染的胁迫。

４　 其他影响因子的耦合

道路绿地植被对颗粒物污染的影响，受到其他因子的耦合作用，特别是道路特征和气象因素。
街道峡谷的高宽比与植被特征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由于空气流动模式的改变，高宽比显著影响污染物

扩散［９４—９６］。 在街谷植被研究中，根据街道高宽比（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Ｈ ／ Ｗ），一般将街谷分为中等街谷（０．５＜Ｈ ／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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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深街谷（Ｈ ／ Ｗ≥２）和浅街谷（Ｈ ／ Ｗ≤０．５） ［９７］。 在没有植被的街道峡谷中，高宽比较大的街谷中污染物浓

度更高，这主要是由于深街谷的风速减小，导致颗粒物持续积累［３９］。 在中等街谷，污染物的主要消减机制是

涡流。 在深街谷，漩涡会分裂成两个，导致消减街道污染物效果变差。 如在植被布局结构相同的情况下，高宽

比越小，即街道越宽阔，ＰＭ１０浓度下降越明显；反之越高［９８］。
街道峡谷的空气质量受湿度、温度、风速和风向等气象因素的影响。 空气湿度是影响街谷颗粒物浓度最

重要的因子之一［９５］，如严寒地区城市街谷底层 ＰＭ１０浓度与气象参数显著相关，其相关性顺序依次为湿度＞温
度＞风速［９９］。 温度主要影响街谷的垂直对流运动，温度越高对流越强，局部颗粒物浓度下降越明显［５７］。 街谷

内颗粒物浓度与风速呈负相关［１００］，且风速是影响街道峡谷 ＰＭ２．５衰减的最显著因子之一［５６］。 风速越大，颗粒

物聚集程度越低，不同粒径颗粒物浓度差异越小，其中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的扩散受风速影响最明显；风速达到

９．３５ｍ ／ ｓ后，继续増大风速对削弱颗粒物聚集的效果不大［４６］。 另外，街道峡谷内研究的典型风向包括垂直风

向、平行风向和倾斜风向（图 ３），不同风向的风速降低会导致污染物浓度出现不同程度增加。 种植乔木的街

道峡谷中，在垂直风向下，街谷背风侧浓度较高，迎风侧浓度较低［１０１］；在平行风向和倾斜风向下，街谷两侧的

污染物浓度都增加［３９， ４２］。 不过，也有研究与上述街道峡谷污染分布相矛盾的结果。 例如，伦敦市中心马里波

恩社区案例中，平行风向下植被会降低颗粒物浓度［４５］。

图 ３　 街道峡谷走向与主导风向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ａｎｙ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和 Ｄ：平行风向的两侧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Ｂ和 Ｆ：迎风侧 Ｗｉｎｄｗａｒｄ ｓｉｄｅ，Ｅ和 Ｃ：背风侧 Ｌｅｅｗａｒｄ ｓｉｄｅ

开放道路的空气质量也受湿度、风速、风向和温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３７］。 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与气

象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粗颗粒物（ＴＳＰ 和 ＰＭ１０） ［１０２］。 以往研究表明，相对湿度对 ＰＭ１０衰减的影响最大，

风速次之，温度影响最小［６６］。 对风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垂直风条件下的污染物浓度，而不同风向会影响

植被屏障后颗粒物减少幅度［１４］。 在气候温暖的地区，如中国、孟加拉国，通过植被屏障可以显著降低污染物

浓度［９， ６０， ６２， ８２］，而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如芬兰），植被影响污染物水平有限甚至没有影响［１０３］。
植被屏障的各项设计参数（高度、宽度、密度 ／孔隙度和群落结构等）不仅相互关联，而且与其他外部因素

密切相关。 植被屏障高度要根据植物种类或规划要求确定；屏障宽度受种植空间的限制；植被最佳密度随屏

障宽度的不同而不同；植被孔隙度受风速影响产生变化［３４］，相同植被组成的屏障孔隙度也会因立地条件（光
照、温度、湿度、土壤等）影响而不同。 此外，人为管理下的植被密度可能与在自然界或相对不受管理的植被

密度有很大不同。 因此，种植后利用管理干预来调节植被屏障的密度 ／孔隙度可能更有效。

５　 展望

道路绿地虽然可用于局部尺度上减少颗粒物污染，但主动控制（减少排放）仍然是跨尺度上最有效的策

２８１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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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道路绿地的建设应该考虑特定场地环境因素［３５， １０４］，如道路周围的建筑环境形态、气象因素（如风速和风

向）和当地植被特征等［３５， １０５］，并将植被的空气动力学效应和沉积效应结合起来，用于改善空气质量。
（１）对于街道峡谷，仅种植乔木通常对空气质量有负面影响，而绿篱由于阻碍底部空气流动，通常对颗粒

物污染表现出积极作用。 街道峡谷空气质量的改善与否取决于高宽比、植被密度和风向的组合。 在中等街

谷，可种植低矮植被（如绿篱）；在浅街谷，可种植冠幅较小和间距较大的乔木；在深街谷，推荐类似于固体噪

声屏障的绿色屏障。 目前对街道峡谷中绿篱的研究数量有限，未来需要对不同高宽比和气象条件下适宜的绿

篱尺寸和密度开展更多研究。
（２）对于开放道路，浓密高大的植被屏障对空气质量有积极的影响。 在靠近道路和羽流最大浓度处设置

植被屏障，可以有效消减污染物。 距离道路越远的地方需要越高的屏障，以屏蔽污染物通量。 在空间允许的

情况下，可采用高密度植被（如乔木⁃绿篱组合）。 植被覆盖度应从地面开始，延伸整个屏障。 相对湿度对植被

屏障消减颗粒物污染有显著影响，因此种植设计需要考虑气象和气候因素。 不同气候地区植被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存在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３）在评估植被对空气颗粒物影响时，尤其在大规模种植计划中应考虑某些植物的生物性污染。 植物叶

原基为空气真菌的生长繁殖提供基质、植物大量排放花粉，会增加空气生物颗粒物污染；而植物大量排放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会增加二次有机气溶胶浓度，但同时也具有抑菌杀菌等环境效益，对于改善空气质量的道路绿

地规划十分重要。 建议进一步研究不同植物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微尺度空气质量的影响。
（４）在选择树种时，针状、小而复杂的叶片比其他类型的叶片形态更能有效沉积颗粒物。 高气孔密度，高

表皮蜡质含量（特别是针状叶）和能提升叶片粗糙度的特征（如毛状体、沟槽和脊纹）是对沉积更有利的叶片

表面特征。 建议进一步研究适合温带城市环境的树种叶片微形态，并针对微形态对颗粒物的影响，提供相关

的树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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